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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昆士兰模式的发端

2000年7 月，昆士兰州州长彼特 • 比提宣布： 昆士兰科技大学的高科技教育与创意产业园区将在新近规划的Kelvin Grove 都市村庄开始兴建。Kelvin Grove都市村庄是占地16 公顷的“绿地”，紧邻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城区高科技基地（位于城郊密尔顿Milton）和受公共财政支持的文化和演艺活动中心（南岸公园）。这里曾经是军营与阅兵场，而今， 它是布里斯班城区附近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开发带。 

昆士兰科技大学高科技教育与创意产业园区的决策依据是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和其他机构的一些独立研究报告。这些受委托完成的报告对全球、全澳和本地创意部门的就业情况和创意企业发展的趋势进行研究，以便昆士兰科技大学能够按外部环境的要求组建它的第一个创意产业学院，而不只是按照传统的学科和那些受财政补助的艺术类学科的需要来考虑怎样建立这个学院。昆士兰科技大学是科技型大学，它关心创意产品和创意消费在新信息经济和新数字媒介内容中的角色。报告要研究的“问题”很简单：创意企业如何为昆士兰州创造经济价值（就业机会和GDP）和文化价值？

园区基本的商业计划和市场模式是依据独立咨询人约翰 • 利默尔（John Rimmer，澳大利亚国家信息经济办公室主任）完成的一份主报告提出的。利默尔报告是由昆士兰科技大学和昆士兰州政府发展和改革部共同委托进行的，它是在访问了昆士兰州57家创意企业的基础上，广泛咨询了教育、政府和艺术部门的利益相关者之后写出的。报告对这个创意产业园区的前景做了如下描述：
“创意产业园区是一个产业、政府和高等教育与研究相互依存的网络，它们共同营造了一个支持创新、支持创造性、支持企业和就业的快速成长环境。政府、产业界和昆士兰科技大学必须合作来开创这样的环境，建立起一个创意产业发展的合作模式。”
说来容易做来难。将想法付诸行动，让大学员工和投资人了解这一远景目标，规划和建设这一园区，招募各种人才来使一切井然有序地进行……凡此种种，当然花费了更长的时间。这个园区不仅在澳大利亚是独此一家，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像所有的创新一样，它也是有所借鉴的，但是它本身却创造了一个目前在中国被称之为“昆士兰模式”的模式。

那么， 昆士兰模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昆士兰科技大学高科技教育与创意产业园区是昆士兰州教育振兴、城市改造和“智慧之州”规划这三个事项交汇的产物。昆士兰科技大学启动了一项教育振兴工程，并在2001年7月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创意产业学院，致力于教育与研发在创意实践中的商业应用，尤其是在数字技术领域。当时，恰逢布里斯班中央商务区附近的Kelvin Grove 都市村庄这一重大建设项目动工。由于Kelvin Grove 都市村庄的设计理念将教学、研究、商业、居住和文化设施整合在一个创意环境之中，创意产业园区便选址于此。促进园区形成的另一个因素是 “智慧之州”规划。这个规划旨在促进昆士兰州知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生物科学、创意产业、高附加值服务业产业。各投资方共同协作投入6000万澳元建设昆士兰科技大学高科技教育与创意产业园区。这也是Kelvin Grove 都市村庄内的首期开发项目。

2004年，创意产业园区的一期工程完工。园区设施包括：专业制作室和计算机实验室；展示和演出空间，包括一个商业演出剧院、公共拍摄和展示中心；创意企业聚集中心、两个国家资助的研究中心。在Kelvin Grove 都市村庄，还有购物中心、医疗研究机构、房地产和商务发展公司等，目的是为了将工作与休闲娱乐、教育与企业、研究与商业开发以及居住与旅游目的地等等结合起来。

为什么这个园区对布里斯班和昆士兰州很重要？

布里斯班是昆士兰州首府，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以亚热带气候闻名。过去，昆士兰州经济发展规划主要围绕蔗糖、牛肉与旅游业等自然资源进行。布里斯班的旅游推广口号就是“昆士兰，美丽的今天， 完美的明天”。它曾经被看成只是一个州的中心，比起悉尼和墨尔本这两个大都市， 要局限很多。人们最初来这座城市， 主要是为了旅游，但很多人喜欢上了这里，便住了下来，结果布里斯班成了澳大利亚发展最快的城市，其生活方式和创新精神也被人们所认可。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后期以来，布里斯班已经变得多元与开放，逐步建立了弗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兴起》中所说的“人才准入的低关卡”制度。
  弗罗里达有关创意阶层的研究对“智慧之州”规划以及昆士兰创意产业发展模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与世界上许多政府部门一样，昆士兰州政府对自然环境优越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有清醒的认识：蔗糖、牛肉与旅游业等自然资源能成为永远的竞争优势吗？尽管昆士兰州政治上一向处于保守，但新一代的工党领袖们已经看到了目前布里斯班的迅猛发展，并寻求将这种发展势头与投资和知识结合起来。就像目前昆士兰的口号一样，昆士兰（和布里斯班）需要造就知识经济，成为一个智慧之州 （Smart State）。“智慧之州”规划中写道：

“尽管我们目前经济发展强劲，失业率低，我们还是需要继续拓宽经济，发展新的产业，不然， 我们就会面临将来被远远抛在后面的危险。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需要通过逐步发展知识经济来确保我们未来可以持续的发展和增长。”
 
创意产业园区建成至今已有两年半。这一模式还很年轻，它为我们提供了对有关集群的价值和局限性的认识。本文接下来将向大家介绍园区所取得的一些成功经验，并讨论“昆士兰模式”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二、理论背景及其在创意产业园区的应用
昆士兰科技大学创意产业园区最初的设想来自于集群这一概念。在我们向主要的投资者（包括政府和租户）推销我们的园区理念和价值的过程中，迈克 • 波特和其他一些学者关于集群的论述起了重要作用。这个园区的模式不仅是产业的聚集，更是人才的聚集，其溢出效应是毋庸置疑的。这种集中式布局能促进知识在公共机构与私人企业之间相互传播，也能为学生提供增加工作经验的机会和将研发成果商品化的机会，等等。在更广泛的理论层面上，这一模式受益于对教育和研究的强调。
艾伦·J. 司各特（Scott, 2006)对“生产复合体”的研究为创意集群提供了理论基础。1984年，皮埃尔和赛伯（Piore and Sabel, 1984)在《第二产业部门》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关于生产复合体的原初概念，司各特将这一概念向前推进，提出了两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第一种是充分整合产业链的综合性企业的大规模生产模式，这种模式为大众所熟知，但也遭到传媒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诸多批评；第二种是由许多独立的小型企业组成的生产模式，这些企业通常从事合同外包的生产（Scott, 2006)。司各特关于好莱坞的研究揭示了这两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相互合作(Scott, 2004; 也可参阅Rifkin, 2000)。在随后的研究中，司各特把这种分析扩展为生产的“本地－差异化”网络，打造了“创意区域”一词，用来描述“那些形成或影响人的独创性的和创造能力的体系和社会关系，以及那些与创新相伴随的地区”(Scott, 2006: 3)。“创意区域”这一提法与“创新环境”(Camagni, 1995)、“学习型地区” (Florida 1995)以及“区域创新体系” (Cooke and Morgan, 1994)相类似。然而，司各特提出的“创意区域”这一概念的重要之处在于，在各种类型的集群中，由于聚集得到强化，在创意区域中工作的个人容易发现创业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中，创新效果得到增强。
创新环境也是司各特著作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柯汀（Curtin）等创意产业领域的研究者使用的重要概念 (Cunningham, 2006; Hartley, 2005; Potts, 2006)。霍尔（Hall, 1999)认为，这一概念的起源于菲力浦·艾达罗特 (Philippe Aydalot, 1986)，同时它也与源自瑞典(Törnqvist ,1983)的“创意环境”这一概念相联系。尽管艾达罗特的研究背景是法国，但却非常有价值，因为他所抓住的问题本质也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艾达罗特命名了三种创新：一是内部一体化的重构；二是老的产业环境的重构，通常是过时的活动和新技术的创造性综合；三是基于研究的新知识的生产和应用(Hall, 1999)。当然，人们最需要的是第三种创新，但实际上在大多数创意集群及文化活动中最显著的创新还是第二种。
昆士兰科技大学高科技教育与创意产业园区是第三种创新类型的例子。2000年，利默尔报告中对其根本任务和目标的描述是：
园区的任务：

展示昆士兰科技大学与社区和企业股东之间在创意产业领域的新的结合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提升研究的卓越性、创新性及未来创意人才所需要的技能；
将昆士兰州的创意产业部门发展为澳大利亚的一个主要创意产业市场，并创建一个拥有国际性网络，面向全球的创意企业集群。

园区的目标：

引导昆士兰州创意产业部门的发展；
为创意产业的教学、研究、商业和创造性活动的聚集营造活跃的环境；

在创意产业研究领域树立国际认可的领先地位；
开发创意产业领域的创新性产品、服务与软件；

成为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引领性机构，向社会提供熟练劳动者，发展企业，开展创造性和革新性活动；
促进知识和技术在企业和大学之间的传播；

在园区内孵化小企业；

促进各方之间的协作与资源交换，推动金融、市场和服务的提供；
在园区内建设并管理高技术设备，以扶持高品质产品的开发、网络的建立和产品的行销；

成为昆士兰州创意产业发展成就展示的窗口；

为园区建立一种清晰明确的产业合作模式和相关产业特质。
三、“创意复合体”与“创意环境”的实践

除了昆士兰州政府和昆士兰科技大学之外，昆士兰模式中还包括创意产业园区有限公司和与之相关的企业聚集中心（中心目前有11 家小型企业，业务范围涉及从后期制作、软件公司到市场开发和形象设计服务等多个领域）；澳大利亚创意产业与创新国家重点研究中心（CCI）；澳大利亚互动设计合作研究中心（ACID）；La Boite 专业戏剧演出公司；昆士兰科技大学的相关单位；Kelvin Grove 都市村庄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开发商和进驻的商家等，其中有些是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公司，有些则是私营公司，这是特意设计的结构方式。
企业聚集中心和创意企业

创意产业园区控股有限公司 (CIP P/L)的使命是“打造培养创意产业的各种链接，整合大学、政府、产业界的创意资产和创意资源，促进创新性和商业性产品的生产。”其愿景为：“在昆士兰科技大学以及在整个澳大利亚的创意产业部门内部，创意产业园区将被视作为大学、政府和创意企业之间相互链接的催化剂。创意产业园区控股有限公司的角色是促进创作者、发明者、研究者和战略机构之间的联系。因为如果缺少激励，它们之间未必能够建立起紧密联系。促进方式包括接受企业入驻企业聚集中心，通过虚拟网络、规划和特殊事件的设计来推动交流和互动。”
创意产业园区控股有限公司（CIP P/L）的角色是：
资产管理（1200平方米空间，其中企业聚集中心驻有11家创意产业公司）；

场地出租；

指导作用（创意产业园区控股有限公司为企业中心内外的创意产业公司和个人提供非正式的指导和商业建议）；

网络活动；

启动产业开发；
生产项目促进（园区控股有限公司与企业共同运作，共同促进内容产品的生产。园区控股有限公司以园区设备和设施的使用权为手段，为涉及项目的学生提供担保）；
启动项目资助（园区控股有限公司已经在一个支持游戏产业发展的共享基金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并管理着创意产业投资基金。它还为创意产业公司和初创的企业介绍投资）；

培训和技能开发（园区控股有限公司为CI专业的学生和毕业生提供实地操作的机会，安排学生和应届毕业生在园区控股有限公司推动的生产项目中接受工作实训）。
教学
创意产业学院本身是从媒体与传播（产业规模）、表演与创意艺术（个人天赋）学院和传媒设计（互动内容）这三个已有专业的基础发展而来的。它是进驻园区的第一家单位，也是园区不断发展的推动力量。学院每年的经费为 2000 万澳元，承担了 2000 多名学生的教学任务。它取消了分散的学科，围绕11 个专业而建 （影视制作、媒体与传播、新闻、创意写作与文化研究、表演与技术制作、舞蹈、表演研究、音乐、传达设计、时尚及视觉艺术）。所有的专业都为学院的整体课程建设服务，这其中包括一个新的创意产业本科专业。园区设有计算机实验室、创作室、媒体制作室，还设有制作场地和空间，将制作、展示和表演整合在一起。学院设有本科、研究生和博士课程，更擅长创意领域中以实际工作为基础的研究，并与大学其他学院，特别是法律、工商管理、信息技术与教育学院进行合作。影视制作、交互设计和媒体与传播专业对国际学生很有吸引力。
研究

新学院一开始就被设想成是用来带动研究的。2001年，昆士兰科技大学创意产业研究与应用中心（CIRAC）成立，由英国的新经济“领军人物”Charles Leadbeater 揭牌。他赞同中心的主张，认为创新需要的不仅仅是常规性的研究经验和方法。信息经济和新的数字内容平台需要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新的合作模式，需要新的合作网络、开放的创新体系和关于创新的想法。这一切需要新的研究形式：即以团队为基础，跨学科，关注外部世界和充满热情、有抱负的研究队伍。两年内，创意产业研究与应用中心在全澳十分激烈的研究经费申请与分配的竞争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得到了720 万澳元的研究经费，它们中的大部分来自澳大利亚研究协会（ARC）的25 个研究项目。2003—2004 年，澳大利亚研究协会认识到，中心（CIRAC）是全澳人文学科和创意艺术领域的最大的且最有特色的研究机构。

2002年，中心孵化出了澳大利亚第一家合作研究中心（CRC），它在应用性创意艺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澳大利亚交互设计合作研究中心―― ACID）。ACID先期注入现金800万澳元，大学和产业合作伙伴以其他各种形式投入6000 万澳元，联邦政府CRC研究项目分七年投入1240 万澳元。
2005 年，斯图亚特 • 坎宁安 （Stuart Cunningham） 领导下的ARC 创意产业与创新重点研究中心成立，约翰 • 哈特利（John Hartley） 获得 ARC 联邦杰出人才（Federation Fellowship）研究基金。创意产业与创新重点研究中心是ARC在科学与工程学科领域外第一个重点研究中心。中心在此后五年时间内，获得1080万澳元现金的研究经费；联邦杰出人才研究基金的研究经费，五年之中也达到150万澳元。 

结论

尽管创意产业园区以及“昆士兰模式”的启动还都处于成长初期，但2007年创意产业园区将接受一项投资回报情况的研究。这项研究将由一家独立的经济机构进行，并受园区最早的顾问约翰·利默尔的监督。这项研究使我们至少能够从经济方面考量创意产业园区对昆士兰州和澳大利亚全国经济的影响。我们期待着在稍后出版的一本蓝皮书中公布这项研究的结果。
四、中  国

2003年，我们开始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关于中国创意产业的研究项目。
 这一项目得到了澳大利亚研究协会的支持，项目的名称为：创意产业国际化――中国、世界贸易组织与知识经济。研究重点探讨：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媒体、广告、旅游和教育领域，政府和产业界为了应对知识经济，将在文化、服务、知识和国际化领域进行哪些变革？这种变革本身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这个项目使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使我们双方都从中受益。2006年以前，中国建设创意产业园区的方式与昆士兰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中国，多学科综合的好处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如前所述，昆士兰科技大学创意产业园区实现了多元活动与技能的整合。而中国实现创新的关键之一就是将文化政策、产业发展和研发政策联成一体。那些由国家提供资金、主要用来推动大学与产业的合作而设立的研究中心，应该围绕文化机构、大学与内容产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研究。这种举措会激励文化机构在研究合作中发挥作用，也会使它们的作用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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